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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 

 

本文嘗試從詩、賦的根本差異，研究取徑談起，並以六朝當時代的文學理論

為經緯，參酌泰西文類學、現象學的理論圖景、研究方法、檢視其實踐的過程，

進而以正典作品為考察對象，佐以文類驅動力、外緣社會問題等研究方法，針對

詩、賦這中國古典文學中兩大重要的文類，其於六朝產生的特殊現象，以及六朝

後兩大文類所產生的流變、影響，進行重新探析。此一「輻輳式」的研究路徑，

至此可曰大體完備。而行文於斯，筆者再次整理前述所提出的辨正、商榷、創見、

新詮與研究方針取徑，以求便於梳理脈絡、勾勒該議題之輪廓。本文按照章節以

及切入視角的分殊，提出下列五點結論， 

 

首先，本文提出研究動機，一方面對「詩」、「賦」兩種文類在限制、充要條

件上進行定義，二方面關於對近代研究者提出的「詩化」、「賦化」、「詩賦合流」

在名詞上、研究路徑上進行重新爬酌商榷，並試圖提出筆者以為最為適切的理想

研究取徑。 

 

詩化、賦化或者是詩賦合流等名詞最早由文學史書寫者提出，葉慶炳於《中

國文學史》討論到庾信一節處，曾以「詩賦合流」說明其賦作風格、袁行霈亦在

其文學史作品中提出周邦彥由於身兼詞、賦寫手，故時有以賦法進入詞作中，袁

氏稱之為詞的賦化。然而力主六朝「詩賦合流」的文學史書寫者仍屬林庚。林庚

《中國文學簡史》已於前數章皆有徵引。此處再次摘錄： 

 

……到了建安時代，終於出現了全新的轉折，詩開始躍居於文壇的主流，隨

這一趨勢，賦也開始走向詩化。此後又歷經六朝四百年間的曲折發展，才終

於完成了這一過程，於是出現了唐詩的高潮。……然而這消長並不就到此為

止，唐詩高潮過去之後，賦化的趨勢又逐漸抬頭，宋代詩歌因此也就傾向於

賦化……。到了南宋後期，詞的鋪陳排比、尚於詠物、賦化的趨勢就更為明

顯，詩賦的消長，終於形成了倒流的現象。1
 

 

然而迄今，我們已可用與前人迥異的視域與審美觀點來檢視這一段論述。其實林

庚所謂的詩化與賦化跟本文所進行細膩討論的詩化、賦化、詩賦合流等現象雖名

稱相同，指涉卻大異其趣。按照文學史家的宏觀論點，所謂的「詩化」已經引申

                                                 
1
 林庚，《中國文學簡史》(台北：五南書局，2002再版)，105頁。本章屬結論性質，主要針對前

文提出的概念與推論，進行一概括性整理，故註腳方面凡前文有所徵引、討論者，則略過而不贅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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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某種復古的、寫實的、抒情的、寫意的、甚至於是帶著古文思維的、樸質無

文等形象的文類；於是相對於詩而言，「賦化」所牽動的、則自然呈現出新變的、

鋪張的、體物的、工筆的、隱含著美文傳統、麗采華美的文類特質。當然，這樣

的討論其實一方面是宏觀遼闊的、一方面形構出了粗暴、污名的刻板印象，以及

對兩大文類的僵化與限制。我們若從體制面去考察，賦在工筆之後所帶出的紀實

性、使得賦作家除了扮演倡優侍從、更擔起宮廷攝影師的工作；賦在鋪排背後所

堆砌而出的曲終奏雅、賦末言志，使《文選》分出情類、分出志類，更讓近代研

究者留連於漢魏六朝賦作的情慾書寫。2換言之，「賦化」、「詩化」等辭彙，在林

庚的論域脈絡之中，已經成為類似於古文運動、復古運動與美文典範運動的象

徵。「詩化」(對於林庚而言，即便六朝有著很長時間的齊梁詩風，但這也無礙於

詩這個大傳統的走向。齊梁華美詩風不過是走向盛唐風氣的一個過度)經過了一

段時間，創作者渴望於更為細膩、唯物、鋪張工麗、物質書寫的作品。於是詞帶

著「賦化」的色澤，出現在文學史的光譜之上。「詩化」與「賦化」已經與詩、

賦本身文類、風格、體裁特色無關，而成為光譜上極端的兩個對比色，一旦賦的

成分加多一分、詩的光暈即減弱一分。 

 

這樣的論述是大家式的、有創見、整體而宏觀的。在整個文學史流變而言，

林庚的觀察當然是令人耳目一新而正確的。但是正確並不同等於精確，如是從徐

公持、江秀梅、高莉芬、蘇怡如、陳英絲開始一連串針對於六朝所形構而成的特

殊詩、賦互通現象，進行全盤而細膩討論。這些討論當然不乏徵引林庚的看法，

但是其實對於「詩化」、「賦化」等辭彙的定義，早已經名同實異。這樣辭彙的名

同實異問題，我們也可以用來放在〈詮賦〉篇來說明。本文第一章不斷地針對〈詮

賦〉篇「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瞍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

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途，實相枝幹。故劉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
3一段進行解釋的原因，也就在於此。正如本文首章所詮釋，無論是劉勰、或更

早的摯虞，都已經敏銳地察覺到，漢人將漢大賦進行經典化、神聖化的企圖心。

所以劉勰以「鋪」來解釋賦、摯虞言「敷陳之稱」，考察賦的源流與體例，說明

作賦易產生之弊病，皆未以「古詩之流」直接對賦作定義。這之間除了賦比興之

賦、登高能賦之賦在詞彙上扮演詞性的迥異之外，背後更暗示著一個試圖操作、

延異、改寫的空間。無論我們以今日的文學理論中，布魯姆的誤讀／重寫理論也

好、或者是傅偉勳所提出的創造性的詮釋學亦然，4班固以及漢人對於賦的重新

                                                 
2
 近代研究者多從《文選》情類進行考察，尤其熱衷於宋玉以降一連串的神女文本，關於此論述

可參見筆者有〈情慾書寫或比興寄託——對宋玉〈神女賦〉、〈好色賦〉研究取徑的考察〉(發表

於成大鳳凰論壇，2005‧7。) 
3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台北：世界書局，1984)，27頁。 
4
 關於「創造性的詮釋」，可參見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0)，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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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調，六朝文論家對於賦與詩勾連的延續默許，以及其背後所隱喻的、詩賦本出

自二源、各有其體制、有其限制，則是我們必須釐析在前的。 

 

其後本文第一章針對上述的近代研究學者、以及兩岸學界所提出與六朝「詩

賦合流」相關論文進行梳理，理出自徐公持提及「賦的詩化」在六朝最為明顯之

後，以「賦的詩化」較「詩的賦化」討論者為多。而研究者針對「賦的詩化」所

提出的觀察面向，無論文本的精細與粗略，不外乎分為詞藻華美、篇幅短小、抒

情化三大面向。本文一一提出反例與質疑，並且一方面嘗試理出一個較為客觀的

研究路徑，置入六朝的詩賦議題。如根據六朝文學理論進行觀察；借鏡泰西之現

象學考察其創作圖景的轉向、從西方文類學考察文類區分的限制與立場；另外以

外緣、文本、強力作家三大驅動力檢視六朝詩賦之間，到底是如何「詩化」、怎

樣「賦化」、又是否呈現「合流」。在研究成果浮現之前，本文暫時保留相關的「詩

化」、「賦化」、「合流」等詞彙。我們若回歸字面原義，「化」係指一物轉變成為

一物，5「合流」指兩脈匯合成為一派。六朝詩、賦確實有一些形式、題材、技

巧上的混淆，然六朝結束之後，唐科舉分詩賦為兩體。後代文人仍有詩作有賦作；

有詩集有文集。若「詩賦合流」，則無須分之二體，言其二物，則曰創作「詩賦」

或「賦詩」即可。顯然以合流稱之，是一方便之稱謂，但與實際現象並不相符。

故本文題名「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新探」，以「新探」、「商榷」之名，試圖

重新梳理過去理所當然的「詩賦合流」、「詩化」、「賦化」，以「新探」象徵不僅

對六朝詩賦之間互滲、交流的特殊現象進行探析、更對近人的研究成果、論述過

程行盡可能的商榷。此為本文首章所論。 

 

其次，第二章本文由東方的、中國的、六朝的文學理論中，拔擢出一些重要

的、與詩賦創作或技巧上密切相關的文學理論術語、並進行文本的、結構的、意

涵上的討論與判讀工作。 

 

在進入東方六朝文論之時，首先我們要釐析的現象在於，六朝的文學理論家

是否察覺到詩、賦兩大文類——除了成為時人所同時擅長、熱衷書寫的文類

外——其之間所產生的技巧、內涵上的交融、互滲。近人討論六朝文學理論，如

陸機〈文賦〉，不乏提出其賦作如〈傷逝〉諸賦、〈赴洛道中〉等詩，判斷其詩、

賦是否嚴守自身所提出的，緣情綺靡／體物瀏亮之限制。這樣的考察當然是可行

的，但是未必有效。我們若視文學理論為一個絕對的、唯一的、嚴格地規範文學

作品，不能越界犯規的法條，那就窄化了文學理論的創生背景。除了視文學理論

為對前代／當時代文學作品的一種歸納、統計之外，我們應當更前瞻的視文學理

                                                 
5
 雖然陳英絲於論文中引《莊子》、《荀子》，說明「化」可以視為某物具備另外一物之特質，然

而就一般常用語而言，「化」即指大部分的特質被吸納、同化而與之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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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為一種示現、一種預言、一種敏銳地、細膩地而與時俱進、感應文學環境、書

寫場域的風向球。這個風向球一方面整理著過去文學史發展流變的軌跡、另一方

面同時暗示著即將到來的文學風氣，以及文論家的建言、期望、對於理型文學典

範的追求、以及對於偏離理論家理型路線的強力譴責、詆毀與控訴。若對於理論

有如此的理解與定義，我們方能對於六朝這個極其特殊的時代——這個知識份子

開始用綺辭詭句，泛用於各種文類、並開始歸納各種文類的理論、體制、源流、

以及書寫各種技巧的技巧——的時代，有更為深刻而還原真實的詮釋圖式。 

 

在本文開始爬梳六朝重要的文學理論著作時，《文心雕龍》〈物色〉篇以一種

恰如其分地姿態，悄然地浮現在其他的文學理論之前。〈物色〉一直是讓文心雕

龍研究者很難以安置的一篇。從其安置的順序、其內容、其徵引的《詩》、徵引

的漢大賦，處處都顯得該篇的突兀。於是我們有很充足地理由，重新定位〈物色〉

篇以及隱蔽在〈物色〉篇背後的「物色修辭法」。一但我們將諸多脈絡釐清之後，

則上述的錯簡問題、內涵問題、論述次序、徵引文本，則都可以按部就班，迎刃

而解。 

 

歷來范文瀾、祖保泉、郭晉稀、牟世金諸先生各自提出對於〈物色〉篇重新

安插排列的方式與原因。王更生更提出樞紐論、文體論、創作論與總論四大面向，

切割《文心雕龍》五十卷，將〈物色〉篇孤立於第四十六篇，前為統攝更朝代文

學風氣的〈時序〉，後為論作者風格的〈才略〉，〈物色〉篇的地位顯得相當奇特

而前後無依。。然而本文嘗試從〈物色〉篇中實際討論的技巧與方法切入，重新

進入此一論題。其實〈物色〉首二句「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

焉」已堪稱從橫捭闔，氣象萬千。我們很容易由此聯想到〈文賦〉的「遵四時已

歎逝、覽萬物而思紛」或是〈詩品序〉的「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

行諸舞詠」。〈物色〉篇所揭示的物色法當然是一種修辭策略、一種書寫技巧。但

是由於時序進入齊梁，劉勰所接受到的就是劉宋形似文風，就是「窺情風景之上，

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要能夠「物色雖

繁」何其容易，但是相對的要兼顧「析辭尚簡」更頗為困難。於是味能「飄飄」

而難「輕舉」，情確「曄曄」實不易「更新」，劉勰一方面嘗試限制物色法的運用，

另一方面替其尋求出一個類似於合法化、合理化、甚至於神聖化的途徑，那也就

是以《詩》為典型、為出處，以「大賦」為拓宇、為玷污的過程。於是劉勰勾勒

了千年文學發展的「物色修辭史」，在其架構的圖景中，「物色」此一修辭原本大

可盡情地使用，因為其承《詩》三百而來。即至騷體，也只是因為「物貌難盡」，

必須「重沓舒狀」。但是一切肇因於「長卿之徒，詭勢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

貫」，於是造成麗淫的繁句，而發展至劉宋以降，已經難復《詩經》的「物色」

原貌。當然，若我們從反面角度進行辨正，就在劉勰認定賦對「物色」加諸的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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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貼上標籤之際，同時其實也承認了賦文類對於「物色修辭」的貢獻與提供養分。

故劉勰的論述相當明顯，「物色」是一個重要也合理的，同時被時人所大量運用

的修辭技巧。這時候取媚浮沉當代的《文心雕龍》自然不能略過不談。但同時「物

色」又不同於「夸飾」、「聲律」、「練字」、「比興」有所文類侷限性，而是一個共

相的、跨文類的、甚至關切到創作的終極審美原則、極重要的修辭技巧。故列其

在四十六篇，前承時代文風、後啟作家專欄，其技巧的重要性，與文人器量(〈程

器〉)、審美方法(〈知音〉)可以相提並論，這不僅是一個修辭學上的觀點，同時

本文更試圖去解決〈物色〉篇長期以來伴隨而生的錯簡問題。 

 

在〈序志〉中的「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

懷序志」確實未提及〈物色〉，但是同樣在〈序志〉篇中的「割情析采，籠圈條

貫，攡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也未曾論及〈物色〉，我們或許要跳脫

出〈序志〉的梳理，而給予〈物色〉一個原本即重要而顯著的位置。筆者曾參加

輔仁大學舉辦之第五屆國際修辭學研討會，王更生主持的一場專篇發表文心雕龍

的場次。王氏在致詞時提及，「有研究者直接地宣稱，《文心雕龍》就是一部修辭

學作品」，但是這樣的宣稱，王氏認為實質上矮化了《文心雕龍》的價值，更化

約了劉勰細膩的內在理路。換言之，「物色」當然是一種修辭技巧，但除了技巧

之外，更觀照出一種書寫共相、以及當時文人的心理圖景。這也就是後文第三章

所關注的，西方理論如現象學的運用等，就是與內在理路的轉向有著密切關聯。

「修辭法」的討論看似條列、粗淺，然而在字裡行間之外，其實更隱含著深刻的

文人心理層次、想像符碼、語意流動、以及追求終極原則的變異、轉動、翻騰、

與消解、拆折與再建構。換言之，就表面而言，六朝「詩賦合流」是一種文學現

象，是一個文學史上所產生的，文人由於身兼詩賦兩種文類，再書寫時產生互滲、

甚至是混用／誤用／挪用的情形。但是在其詩或其賦背後，所衍生出來的，從抒

情世界轉換到客觀世界的描繪、從緣情到體物、借體物以抒情的細膩變遷。或者

先預設立界線、再跨越界線，遊走在設框／破框之間，文類的設限成為了設計好

的陷阱，藉著設限／設陷的反覆操演，文人確認自身的存在價值。我們未必需要

引介巴赫汀(Bakhtin)的越界理論，未必需要徵引後現代大師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德希達(Jaquess Derrida)的解構視角，同樣可以察覺到「詩賦合流」現

象背後重要的象徵意涵，與超越文學的——文化與心理、社會與政治學上——的

意義。 

 

第二章第二節本文就《文心雕龍》的〈明詩〉、〈詮賦〉兩篇，進行細密的再

次梳理、統攝。若與第三節的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以及鍾嶸〈詩

品〉放置在同一論域中，更能察覺到本文的書寫策略。無論《文心雕龍》也好，

《文章流別論》也罷，詩體和賦體各有其源流、名家、風格與技巧、弊病與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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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擁有迥異審美標準與文類背後的終極救贖。當時的一些重要技巧，如前面提及

的「物色法」、或者是當時創作者所喜愛使用——卻在文論家眼底下褒貶不一

的——「巧構形似之言」，都象徵著兩個文類在實際書寫與區隔上產生了一些互

滲、影響與熱交換般的動態與轉向。但是就根源性而言，兩大文類仍各有起源、

各有發展脈絡軌跡、各有其風格。但正因為六朝時所產生的詩賦關係間的特殊現

象，於是值得我們細膩討論當時的發展，與對於之後如隋唐文風的影響。此章嘗

試之處在於以身處六朝的文論家為經，以其作品為緯，討論六朝文論家所感知到

的詩賦特殊現象，以及其將之安插的角色與地位。若我們從明清賦論家所定義

的——五七、四六言入賦則壞賦體——的角度，其實已經看不出來當時詩賦是如

何進行交滲、而文論家又如何隨著時間發展，與時俱進地調整其理論與例證。正

因為六朝文論家身處當時，在兼顧整理歸納、實踐、預言、進行警告、提出建議

的多重心理狀態之下，我們更能爬梳出當時「詩賦合流」現象的動向、歷程，以

及其交滲與區隔、趨近與分殊的時間表。此即是本論文之第二章所論。 

 

其三，第三章本文簡略地整理嘗試運用文類學、現象學兩種西方理論與六朝

文學的交集與研究成果，並試圖發掘出斯兩種理論作為研究方法，置入並討論六

朝「詩賦合流」現象的可能性。 

 

首先是文類學的問題，就本文之題名《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新探》而言，

既然探討的詩、賦，原分屬兩種文類，且探討文類與文類之間的越界書寫，按理

而言使用文類學似乎相當簡便而條理清晰、綱舉目張。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這正

肇因於「西方文類學」這樣的理論建構，本身尚有著相當龐雜多元的歧見。從十

六、七世紀古典主義下百科全書的書寫時期，西方開了有了對於知識、文化、學

科的分工觀念。這樣的觀念雖然較東方興盛分類的時期晚了千年之久，但分類的

規模卻相當細膩。光是如史詩小說一類，即有如流浪小說(picaresque novel)、言

情小說、騎士小說等次文類的區隔。東方分類無論是按照其外部形式、功能取

向——有韻無韻與否、抒情未抒情之別——所區分的「文筆」二分、「奏議宜雅、

詩賦欲麗」；抑或者是根據內部篇旨之差異——所區的的如王充的「文體五類」：

「五經六藝為文、諸子篆書為文」(《論衡‧佚文》)——成為後來經史子集的區

別，這都顯示出東方文論的矛盾性：一方面注重於文章的流變與功能性，一方面

又只求大抵區分，不求實際檢證與正視存在於文類中而衍生出的跨文類、次文類

的可能。 

 

本文如此論證，或許有論者質疑，在東方架構中，時序進入隋唐而類書大量

出現的問題，以駁斥本文提及的東方對於分類的匱缺。簡師有〈賦與類書關係之

考察〉一文，本文序章已經提及，簡師提出了六朝賦的集散皆由類書所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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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集也類書，散也類書」的觀點，6其實本文以為不僅如此，文類之區別，

更大壞於類書。類書以季節、以天時地理、山川地貌為分類，其中融合詩、賦、

文之佳言警句，不分文類，全部包容於該條目下。這樣的分類當然一方面也影響

了後來如《歷代賦彙》編撰上的採納，但是另一方面也就限制了各文類(又以賦

最明顯)的其他可能性。賦於是只能專詠一題、只能專鋪一采，或山或水或雪或

月，這一方面保留了賦作以及名句佳聯，但是一方面更窄化矮化了賦題材的多元

性與紛亂性。 

 

言歸正傳，文類學發展到十九世紀，西方又產生哲學上的反思。如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1866—1952)提出的無文類觀念，其實就是對於分類對文學所產

生的類化、窄化的一種反動。正因為文類學的出現，與其他理論迥異，它沒有哲

學的源頭，也沒有實際關注到的顯學議題為其理論作背書。不如心理學、精神分

析學開闢了女性主義的研究、也未如馬克思主義開創了後馬克思、新馬克思以及

後現代文化邏輯批評等一連串的重要理論，關注到二十世紀的新研究視域與場

所，所以對於文類學，比較文學研究者不過就是在「平行研究」一章節內，以十

幾、二十頁的篇幅簡單帶過，將其與主題學、母題學列為一類，視其為溝通不同

文化背景的作品時，可以用以翻譯的媒介。著名的例證即是劉若愚將李商隱以及

西崑體歸納為「巴洛克」(Baroque)風格，一方面當然是讓兩個文化體系都易於理

解對方的文化內涵，但其間產生的、學術界的反彈、批評其為不倫不類的比擬、

或者是做出如文化義和團、民族主義主導下的批判，都是可想而見的。正因為文

類學如此分歧，爭議又如此之遼闊，故本文採取謹慎而戒慎恐懼的操作方式。本

章參酌徵引的研究者在使用文類學時，都嫻熟於東方與西方的文類動向與發展，

如游志誠以《文選》研究起家、游適宏博士論文操作的是明清賦論研究、洪順隆

同樣是六朝詩研究者。正因為對於東方文類區分方式的理解與精熟，在使用西方

文類學的過程中，就能審慎明辨如東方的文類系譜、中國文學固有的體例方式。

若以東方視域作為一個研究前提，再參考西方文類學的科學性、客觀性與條理

性，即能深入淺出、鞭辟入裡地探討中國向來悠久而隱蔽的文類問題。也正是如

此借鏡之後，本文探討詩、賦界線與越界也能有更深刻的剖析。 

 

除了以文類學的形式、風格、目的三大標準，檢證「詩」「賦」各自的文類

標準、與在六朝所進行的越界之外，在本章節對於文類學的探討中，本文更大刀

闊斧試圖一並討論「七」文類的問題。簡師稱「七」類為賦體雜文，按照文類學

                                                 
6
 簡師宗梧，〈賦與類書關係之考察〉，發表於「第五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簡師推論到，「比

較遺憾的是：由於類書大多節錄片段，而《文選注》更只是原典摘句，所以就輯佚而言，能得完

整篇章者不多，不過其所選錄，應屬精華，所以就此已可知其梗概。假使魏晉以來沒有編輯類書

的需要與風氣，《歷代賦彙》將不會有現在的規模與風貌，這是可以斷言的。」，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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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脈而論，即是視「七」為賦下的次文類。本文延續這樣的概念，按照「七」

的寫作歷史、源流、演變，以及後世所謂「七林」而言，七當然可以獨立視其為

一個獨立文類。但是若按照形式、目的、風格三大標準考察，本文以為「七」類

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小賦」、「迷你賦」——此小賦並非六朝抒情小賦之「小

賦」——而係指有了大賦的娛樂特質、鋪排色彩，卻集合多篇大賦的主題一次呈

現，提供觀看／聆聽者足夠的賞心悅目性、並提供書寫／創作者充分的鋪張、炫

才的空間。7由於文類學的內涵與定義都有仍然模糊、尚待釐清的空間，所以如

林文月〈謝靈運的山水文學〉文中視詩、賦為一體；洪順隆《敘事與抒情》則分

詩、賦為兩型，筆者曾有〈現象、流行、還是文類？——從《第一次親密接觸》

觀察網路文學的文類學獨立性〉(發表於《第二屆網路文學研討會》，交通大學人

文通識中心主辦，2005‧11)一文，即從文類學的觀點定義網路文學是否可獨立

成為一種文類。在觀察前人對於網路文學的過程中，正因為諸多研究者明白該文

類與其他文類的不同性質，但又礙於自身對於文類學的陌生，即自創新詞，如林

淇瀁於《書寫與拼圖》8中，即稱網路文學、網路小說為「超文本」，其實一個新

文類一旦成型，自然會以超越舊有文本的形式、風格或傳播媒介出現。所謂的「超

文本」、「超文類」，或許是論述者對於東方文類觀念有所不夠熟稔之處。由此觀

之，文類學即便不如現當代其他理論之風行，但仍然有助於梳理議題、拓展視角

的便利性與適法性。 

 

第三章後二節體制與前二節相同，關注的是現象學的問題。王建元於旅美期

間以及現象學切入東方六朝山水詩的部分，獲得多項成果。不過由於是理論的初

次嘗試，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化用理論過於粗糙和生硬之處。鄭毓瑜使用梅洛龐蒂

的知覺現象學介入六朝詩部分，成果豐碩、影響廣泛。且其所象徵的開創性與先

驅性是有目共睹的。後來如梅家玲、許東海、王文進、魯瑞菁等研究學者，也開

始以先秦兩漢六朝詩或辭賦為材料，嘗試如權力論述、精神分析、人類學、社會

學等研究方法，置入古典文本之中。鄭氏不僅對文本討論、方法有其貢獻，更某

種程度地改造顛覆了古典文學研究的傳統與脈絡、軌跡。不過《詩品》評鮑照詩

所稱的——「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此亦本文對於鄭毓瑜研究成果與其牽動

之脈絡的擔憂所在。鄭氏的敏銳觸感，使之在領會詩賦並延伸論述時有許多創見

與真知，但同時鄭毓瑜同時緊握著傳統文本的理解取徑與書寫理路，於是在其論

文中展現出特殊的新穎與傳統、出走與回歸之特色。然而研究的接力棒若遞交給

不那麼敏銳、或者是不甚理解中國文學固有書寫傳統的研究者手上，則亦可能淪

                                                 
7
 此點亦可參見拙著〈情慾書寫或比興寄託——對宋玉〈神女〉、〈好色〉賦研究取徑的商榷〉一

文，發表並集結成書於《成大鳳凰論壇》(2005‧7)。 
8
 參見林淇瀁，《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Writing and mapping a study of 

phenomenon of the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n Taiwan)(台北：麥田，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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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過度詮釋與偏鋒論述。 

 

當然，論者或曰，所謂的偏鋒，不正是過去被放置如邊緣地位，而正有待重

新翻攪挖掘？確實，近來文化研究在各領域中風行草偃，研究者務以小傳統為本

位、以邊緣為中心、以缺席為權力、以失語為喧囂，於是爭價於奇題詭文、逐墨

於冷僻議題。然而「文化研究」固然可行，須知西方思潮有其發展脈絡與成就的

社會背景、思潮歷程。「文化研究」起源於對抗歐洲已故白人男性的正典文學，

然而這樣的論述在現代或台灣文學研究中或許還是可行的，因為壓迫與焦慮同時

也存在於今日台灣社會。但挪用至古典文學時，則必須相當謹慎，一方面嘗試以

新視角清整議題，同時更需要兼顧東方書寫的一脈相承與其背後的隱喻系譜。如

周芳仰《神女論述與慾望文本》9一文，即承繼鄭毓瑜論述上的許多的養分，然

其脈絡主要從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慾望論與精神分析出發，有其創作、

有其大膽而精闢之論述，然在推論過程，則有時不明白賦體本位、未釐清賦體功

能，及談閹割、同志、大小他者的君臣之間、假鳳虛凰的慾望共享，如此一來，

雖然論述新穎、見解獨到，但亦有成為詮釋過度、誤讀的可能之中。10所以王建

元、鄭毓瑜論述皆有可觀，在理論與六朝文學的論述上皆能取得平衡、成果豐碩。

此已於第三章第三節提出討論之。至於第四節本文則嘗試將現象學，尤其是海德

格提出的「懸臨」、「在手性」、「煩性」以及時間的「不可逆性」，放置進入六朝

詩賦的討論中。當然，東方研究者很早就察覺到六朝特殊的死亡書寫以及對於生

命無常的戲謔，然而本文以為現象學更可以為——描寫上的時間轉向空間、以觀

看空間對死亡與存有現狀作回應——的六朝創作者的心理機制、以及作品的表

現，進行更多層次的梳理與新探。於是本文借這個萌發於歐洲科學危機後的理

論，反察中國文學史上最為綺靡、縟繁、亦多情的六朝詩賦。陳子昂〈修竹篇〉

中有一段在描繪古文運動時常被引用的話——稱齊梁文風——「麗采競繁，興寄

都絕」。但是我們從文人心理圖像的轉向、世界觀的挪移，從緣情傳統向客觀世

界靠攏的文本走向，進而貼近、竄入、深化、逆轉、感知之後，則察覺麗采確實

競繁，然而興寄未必都絕。六朝創作者在抗拒外緣社會的動盪、在反轉個人生命

價值的須臾，面對時間性的不可逆、面對死亡隨俟在側的懸臨、對於日常生活所

產生的「煩忙」與「煩神」，於是在作品中也有意無意之間的——將抒情這樣的

心靈圖景、詹明信所稱的「認知圖繪」11——聚焦到了山水、空間與異質化的世

                                                 
9
 周芳仰，《神女論述與慾望文本》，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3。 
10
 此論述接見拙著〈情慾書寫或比興寄託——對宋玉〈神女〉、〈好色〉賦研究取徑的商榷〉一

文，此處不另行贅述。鍾嶸正因為「言險俗者，多以附照」，於是列鮑照為中品，而本文卻以為，

鄭師所得到的豐沛成果、精闢論述，亦對遲到研究者，營造出同樣的危險性。遲到之研究者，之

所以學虎不成反類狗者，其實也只是迷戀於虎形之美栩栩如生而已。 
11
 簡而言之，認知圖繪係指人在後現代建築、空間、氛圍之中，自身所產生的、理解空間的方

式，而矛盾也就由此展開。可參見詹明信，《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台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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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即便我們不用後現代、後殖民理論，也可以感受到，在作者——心靈空間

與實際空間，從出發點進入到他者空間——之間所產生的落差、矛盾、斷裂面與

鴻溝。於是從緣情到體物、從內在到外界、從主體到客觀、從詩技巧到賦手法——

這也正是六朝文學最引人入勝，近代到今日值得不斷探討之處。故本文不斷宣

稱，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不僅是文學上的問題、不只是文本、字句、體制或者

是字數句數上這種細膩的問題，更是一個涉足諸領域、跨學科的指標、與今日我

們仍面對的課題癥結。這也正是本文提出此章的核心原因，當然，今日我們也更

能從文類學、現象學中找到縫隙與線頭，重新梳理六朝「詩賦合流」現象。此為

本文第三章所論。 

 

其四，本文第四章嘗試以六朝時影響「詩賦合流」現象的三大驅動力——社

會外緣的動態與變遷、文類內部的消耗與變異、以及強力詩人與正典作品——重

新對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一議題進行一來宏觀、同時兼具細膩的討論方式。 

 

筆者以為，社會外緣問題一直是前人研究所迴避之處，且迴避問題的同時，

論者又多半以「六朝為一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都非常動盪而特殊、異常的

年代」作為引言、開場。在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韋伯(Max Weber)大

刀闊斧，提出新歷史主義、癲狂史、規訓、監獄成因、權力論述與除魅的無政府

社會學概念之後，這樣的大歷史敘述雖然未必到了需要揚棄的時候，不過我們是

否能那麼天真的、那麼想當然爾地套用這個——看似妥貼，實則化約了六朝的政

治社會風貌、缺乏普遍性與一般性——的立論模式，是非常可議的。本文並非自

矜對於當時社會政治文化風貌的掌握有多全面、亦或發掘到了什麼新考古材料關

於六朝士人生活圖景。只是本文嘗試不僅從文本理解文本，而將影響知識份子／

創作者所遭遇的重要的幾個社會重要因素——如九品中正作為政治擢才的標

準、知識份子間清談玄風的流行、以及貴遊活動之頻繁——亦納入討論中。也正

是從這幾個與創作者密切相關的日常活動與文化背景之中，創作者在文類載體選

用、安章排節、遣辭造句的心理基調上，產生了不同於前代的變異與轉向。按照

前人的論述脈絡，他們一方面強調外緣社會環境同樣重要，對文化、文學有重大

的驅動力、一方面有巧立名目、陳詞推託，或延礙於論文篇幅、或曰受限於作者

筆力，故暫且擱置不討論。如此明知外緣驅動力之重要性，卻刻意迴避，就文本

論文本，豈非明知故犯、以殘缺而企望理解全整？如此推論的成果，難免淪為緣

木求魚、差之千里。 

 

雖然學界對於「貴遊」一詞的來由與界定尚有爭議，然而我們或以《文心雕

                                                                                                                                            
報文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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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雜文》篇中的膏腴子弟、暇豫末造，同樣可以詮釋相同的意指，且無論是平

臺逸響、南皮高韻都證明了這樣的活動的流行。且無論是建安大盛的擬代樂府；

或將《詩》三百進行消解、轉化的文人歌行，都必須關照「貴遊活動」所扮演的

驅動力；即便歷史研究者對於「九品中正」之法的實行的時間、斷代、興廢還未

有精準定論，且以此社會條件來框架每一世代書寫者，似乎同樣落入大論述的窠

臼。但不可否認的是，嚴謹的世族門閥制度確實也造成許多創作者的書寫動因；

或有論者稱魏晉六朝瀰漫著道家的、清談的、玄意幽遠、貴有崇無的哲學爭辯與

議論，與綺靡的文章——尤其是關注於鋪張揚厲的賦——風格當有所牴觸，但也

正因為辯論的體裁，原本就是賦體的本色與重要因子，且因為日常生活的高妙、

幽遠，因為談論的「象」與「意」不著邊際、不假綺辭，所以反以鋪采的、極聲

窮貌的「言」作為「意念載體」的寄託。這樣相悖的的論述與特色看似矛盾，但

其實僅存在於一體兩面，無足怪乎。正因為哲學思路的清晰與深刻、才在暇豫之

末盡可能創新、求變、夸寫自然萬物而任由神思放蕩，這也就是東方文學自古就

有的——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的——特殊文學創作性。我們甚至無須借用如

德希達那一套繁瑣而戲謔的——意符反覆延伸出相同或相反意指的——「延異」

(diffreance)理論，亦可以理解背後的、撥亂反正、似是而非的聯繫。故本章第一

節即從這些社會現象，嘗試關注這個向來被文學文本研究者所刻意疏忽隱蔽的部

分。本位未敢宣稱擁有全面、精準而細膩地角度進行外緣的分析，但是學術研究

向來是累積的工程，本文只冀法效駑馬一躍，但求有進。 

 

第四章第二節本文即從內部討論文類的問題。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

有一段經常被六朝研究時引用，充分可以象徵整個六朝一代文采快速耗竭、創作

者之間影響焦慮的文字，「若無新變，不能代雄」。不過許多研究者都忽略了前面

四句「習翫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所指涉的正是關於文類隨

著時間發展，逐漸消弱、呆板的問題。尤其賦文類有其及其獨特的文類特質，因

為其創生於紀實、羽翼為鋪寫，於是即便《文選》中有「志」一類的言志賦、有

「情」一類的抒情賦，但言志不能脫離對於田園家國山水的鋪寫、抒情還是不脫

對女子容貌服飾的鐫刻。簡而言之無論是山川、江海、羽獵、宮殿，寫實際的、

非抽象的物，體具體之景是賦的正格，於是隨著時間的流動，賦的正格卻成為了

一種包袱累贅。寫山水海河則不外乎如爾爾而爾爾、寫草木鳥獸則不過某某兮某

某，在大賦的年代，文人讀千賦而後善賦；進入六朝，創作者讀千賦反而不敢為

賦，這就是一種文類本身的消弱，同時這也是詩的優越處所在。新體五言詩成於

建安(此處亦為本文第五章所論)，從繼承性而言，新五言詩汲取的民歌養分，較

《詩》三百更為豐富。於是詩一方面成就於篇幅有限、另一方面優勢則來自於抒

情傳統。篇幅短小使得詩的題材在消弱的過程中，較賦緩慢；而抒情傳統使之包

容性更為廣闊。即便是固屬賦題材之宮殿、山水、田園、邊塞羽獵之事、佳人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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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之謳，只要搭上緣情的邊緣，則可以認為理所當然的詩題材。這也正是前人論

證而得六朝「賦的詩化」較「詩的賦化」在表面上，更為顯著而廣泛的原因。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文類內部的自我轉型、更新的過程中，賦有極待轉變的驅

動力，而詩卻可以由六朝興盛之後，直至唐宋仍不墜而屢有佳作的原因。由此推

論而下，本章節試圖延續前論進一步闡發題材／體裁之間的相互牽制、影響，因

為需要鋪排的自然景色，而影響到了文類的選用，這是題材影響體裁；因為貴遊

活動的便捷性需求，而選擇了篇幅短小的詩，但是又必須受限於同題共作、甚至

分韻唱和的體制限制，於是開始了「巧構形似」、「巧似」之風。也誠如本文首章

釐清許東海論調部分所言，「巧似」與詩的聯繫在於「巧」字，而離開巧字之後

也就成了一一搬演、如實描繪的紀實大賦而已。 

 

本章節處理的另外一個問題意識是，既然詩、賦兩文類都受到「習翫為理，

事久則瀆」的焦慮影響，於是開始了交換題材、特質、能量、技巧，並期許自身

文類能在刺激之下產生延續與永續書寫的反應，那麼照說「滲透」不僅存在於詩

與賦之間。換言之，如果單就題材的交換、技巧的濡染而言，那麼如文章的辭賦

化、如志怪書寫的鋪排化，都可以放在這個脈絡下討論。但是詩、賦問題最為特

殊之處，正是在於確實有一種新的體裁出現，而這個體制完全可以象徵並揭示「詩

賦合流」一詞(此處無須商榷、迴避)——即是庾信〈春賦〉。此觀點純粹是就形

式來立論，換言之，若有一種新文類稱之為「詩賦」或「賦詩」，則當屬庾信〈春

賦〉、蕭氏父子以及初唐四傑的一些仿作。故本文以為若要使用「詩賦合流」這

樣的詞彙，只有針對庾信〈春賦〉這樣五七言與四六言平均分配的作品，方可謂

名實相符、實至名歸。且就技巧論，其書寫風格、目的、技巧與描繪模式，都已

經與詩無所太大差異。不過就形式概念而言，也僅有庾信此體，堪稱「合流」。12

然其後繼者寡，故此一新文類進入唐之後，也只是造成賦家追求新鮮，而竄入賦

句，獵奇逐新而已。 

 

至於第四章第三節為本論文篇幅最長、用心最多之一節。大抵上以強力詩人

的概念，考察詩、賦的發展。強力詩人概念雖然是由耶魯四人幫之一、正典論述

的發軔者布魯姆而來，但是該節的結構靈感實則由《文心雕龍‧詮賦》篇而來，

正如本文緒論所言，《文心雕龍》〈明詩〉、〈詮賦〉之歷史流變觀南轅北轍，同時

劉勰暗示了一個賦從作者風格／詩從年代風氣的重要觀念。所以本文也自然聯

想，即便創作者之詩作未必能離開該時代的風潮，但是賦作應當可以某種程度彰

顯個人情志。故如曹植、王粲雖然詩作不出擬代的建安風骨，保留雄渾關懷社會

                                                 
12
 合流一詞若係從河流匯流概念而來，則匯流點僅一也，如「開始準備合流」、「慢慢進行合流」

都是不精準的詞彙。庾信此賦可視為合流的匯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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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觀，但其賦作則一方面辭藻華美、另一方面抒露其情感思志；潘岳與陸機

同屬太康，但在當時文論家眼中，卻給予「爛若舒錦」與「披沙簡金」、「潘文淺

淨」、「陸文深蕪」的評價。按照鍾嶸的理解，「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為勝；《翰

林》篤論，故歎陸為深」，其實這中間有許多矛盾的說法，今日所理解之蕪應係

文辭鋪張所造成，而淨方屬俐落沒有拖漯累贅。但按照「益壽輕華」一段的說法，

則指向「潘華陸篤」。13如這類的矛盾，除了象徵文論家的圓滿崇拜之外，14更可

以放諸詩賦的脈絡觀之，強調綜敷辭采、錯比文華的《文選》中大量選潘岳之賦

作，而陸機不過〈文賦〉、〈歎逝〉二賦，我們或許可以更廣義地推論，潘岳是取

法「賦」的詩人、而陸機則是恪守賦須「瀏亮」的作家。諸如陶謝也可以放在這

個脈絡下比附。如陶淵明對於寫景體物的操作、謝靈運與創造山水詩公式，其中

的「鋪排」、「巧似」要如何分配，都可以放置詩與賦以及其互動所產生的驅動力

關係來理解。若我們反向思索，從強力詩人對詩賦所引動的作用力思考，如強力

詩人謝靈運，其對於晚期的遲到詩人如謝朓、鮑照的影響與焦慮，還包括在謝朓、

鮑照安排詩、賦篇章結構與技巧運用時，文本作品背後所隱喻的——作家本身對

於詩賦間特殊現象的——定義與安置。另外如江淹以後設的技巧與創意，去理解

鋪陳抽象的感情世界(其實陸機〈文賦〉已經朝這個方向嘗試)；庾信除了春賦之

外，其〈哀江南賦〉的大賦色彩，與〈哀江南賦序〉所提供駢文發展的養分，以

及「駢文、賦、詩／對偶、鋪排、精鍊的辭藻」這些文類與特色、形式與技巧之

間的關係，都是有許多空間與縫隙值得我們既宏觀且細膩地進行判讀、討論之。 

 

若果再加上律詩、律賦與駢文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繫，則更需要將這個問題意

識延續至初唐。這也是本文之所以書寫第五章六朝後詩賦發展的原因。故以三大

驅動力，切入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並探討這之間相互作為作用力的關聯，以

詩賦各自的特質、以及產生的濡染現象為依歸，對強力作家詩作賦所作的、迥異

如歷來論文的賞析與評價，為本論文第四章所論。 

 

其五，本文第五章處理延續下來的問題。若視六朝為一按照朝代興替、斷裂

的時間觀點，則進一步將詩、賦的特殊現象與其諸討論延伸進入隋唐，觀察隋唐

的正典作品以及文類格式、如律詩、駢文，是如何受到六朝「詩賦合流」現象的

影響與驅動、又如何跳脫和變革，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 

 

                                                 
13
 王叔岷雖認為「輕華」指的是「輕賤張華」，然而此解與後文「《翰林》論篤」對舉顯的唐突，

也並未得到共識，朴泰德即不認同。相關討論皆可參見拙著，〈因淺而淨，若深必蕪？——從《詩

品‧晉黃門郎潘岳詩》出發對六朝潘陸評價的重新梳理〉，發表於台大中文系主辦，「《中國文學

研究》22期暨 15屆論文發表會」，2006‧2。 
14
 參見拙著〈因淺而淨，若深必蕪？——從《詩品‧晉黃門郎潘岳詩》出發對六朝潘陸評價的

重新梳理〉，7~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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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六朝詩賦的特殊現象之探討，延伸到隋唐的方法論，本文並非首創，賴貞

蓉《魏晉詩歌「賦化」現象之研究》一文之第五章〈魏晉詩歌「賦化」對後世影

響〉一章節，即標舉出唐代律詩的兩個特點——聲律與對偶。賴針對「賦」進行

聯想，已掌握到了重心。然本文以為卻以為此有可在更細膩探討之處。如本文提

及，聲律與賦關聯性不大，或是一些恰好的平仄句式排列、或是賦家個人風格間

的聲律追求。對偶與賦聯繫較大，誠如本文區分《文心雕龍》為「詩修辭」、「賦

修辭」。然而對偶修辭在六朝詩賦的比例卻也並非以直線上升、而是以消長互見

的方式呈現，這說明了書寫者在追求極至對偶、完美的對句之餘，更重視對句與

非對句之間的平衡與張力。故律詩的頷頸對仗、與首尾聯的不可對仗同樣是根據

六朝詩拉扯、發展、妥協與平衡之後的結果。如賴貞蓉的寫法，賦化在魏晉達到

頂峰、然後開創山水詩、宮體詩、最後開生出律詩，可能造成將六朝隋唐詩歌過

度單純化而化約，且全然與表面賦體，忽略了文類自身內部的驅動力、主導力的

論述，以及底層的「詩賦合流」之運作。 

 

故本文第五章第一節首先嘗試討論律詩、律賦與駢文的問題。本文或許不會

如此快地即判定並認同曰「律詩是賦化完成的詩、律賦是經過詩化的賦」(語出

陳英絲)這樣的判語，律詩的對偶確實是根據賦的聯句特性、而律賦的限韻也可

能來自於詩在貴遊活動中的經常出現的分韻、次韻。然而如外緣社會性的需要(如

配合科舉考試的易於評比等第)、文類內部的驅動(如多重限制下的制式美學觀)，

這同樣是造成律詩、律賦誕生的核心因素，而不可斷然化約或忽略。 

 

如果再放入駢文一並討論，這個概念就會更為昭然若揭。前人在定義賦時，

總喜歡以亦詩亦文、非詩非文的文類稱之。也正因為「賦」與文與詩的接近，於

是前人總以六朝詩歌辭賦化、文章辭賦化為六朝文學定調，由辭賦化則直接推演

成六朝唯美文學的美典傳統，於是將駢文與賦視為同體、差別在於無韻與有韻。

但是清代王芑孫以「(賦)一壞於五七言之詩句，再壞於四六格之文辭」這樣的論

述，昭顯賦文類與其他體制向來迥異的脈絡與歷史。故按照本文理解，律詩、律

賦與駢文這三種文類是非常重要的、刺探詩賦在六朝後發展與轉變的灘頭堡。按

照文類學的觀念，律詩、律賦與駢文分屬詩、賦、文下轄的次文類，其體制形式

也各有不同。本文以為進入六朝，文人因應貴遊的即席性與便捷性，開始以詩代

替賦，扮演贈答、議對、論辯、遊戲和表演炫才的功能。隨著南朝文人集團的擴

大與對於聲韻的逐漸發展與嫻熟，分韻、次韻更進一步地取代同題共作。就遊戲

性而言，分韻次韻當然限制性更高，競爭性更強，分韻到邊緣之韻腳的文人，在

炫才與文采駿發上更能淋漓盡致地發揮；且次韻不但兼顧禮儀，且在同韻腳的排

擠效應下，後作詩的創作者更能竭盡所能改辭異句，在效果上其實頗得賦作鋪排

之異曲同工。隨著唐世以降，這樣的分韻更反成為一種驅動力，引動回到賦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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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科考以前，文人已開始自行限韻。科舉之後限韻更成為一種普世的標準、評

斷等第的公正指標。在書寫的領域中，評斷創作的高下就是最為困難的工作。原

本評斷才性的指標是創作的速度，但隨〈文賦〉、《文心雕龍》提出創作的快慢有

別，「駿發之才，敏在慮前。覃思之士，謀定後動」(〈神思〉)，以速度來評斷

才華難免會失之〈三都〉、〈兩京〉。故在創作速度不能做為評斷標準後，難免弊

帚當為千金，故限制下的才華則成為最適切的量尺。 

 

至於駢文可追溯至〈哀江南賦序〉，〈序〉既然置於賦前，自然不能失其精工

練字。但其既然作為賦序，又當與賦本文作出區隔。如〈神女賦〉、〈兩都賦〉、〈三

都賦〉之序文，皆以描繪為主、以敘述為先，而無押韻傳統，故這樣的序言傳統

也為駢文作了定調。後來的駢文有鋪陳之實，有寫物之筆，但始終與賦文類有所

區隔。至於詩，我們雖可以察覺律詩、律賦之間互滲流動的吻合性、源流性與共

通性，但一來肇因於兩文類的基礎南轅北轍，二來是因為唐科舉分詩賦為兩體。

詩與賦確實在六朝互換技巧、題材；甚至於形式、體裁。這個風氣延續到了初唐，

並在該風氣下發展出了律詩、律賦、駢文這三個極其有特色、限制頻繁、寫作困

難卻華美精麗、艷惑墨場、綺炫文苑的文類。然而賦歸賦體、詩有詩風。如果貿

然稱其「合流」、將無法說明在科舉作用力下兩文類又壁壘分明互不侵犯；若不

以其為「合流」，自然更無分流之說。 

 

按照物理學而言，兩物體相互碰觸、刺激、交換與激盪之後，勢必在兩物體

之上都會留下軌跡或擦痕，這點同樣適用於詩、賦。如果我們延續第四章的三大

驅動力之說，「詩賦合流」一現象進行唐代正好面對到此三大驅動力的作用。鄺

健行等學者皆注意到在科舉試賦之前律賦已經出現，這正是因為除了外緣環境之

外，文類內本循環、作家的風格都是驅動文類轉向的可能性。 

 

另外本文第五章次節更延續性地討論前代賦論家所謂「唐無賦」的問題，本

文以文類的「神聖性」作為切入點進行詮釋。由於本章節本文嘗試操演的是一種

類比的概念，將漢之「詩」與唐之「賦」進行類比，故本文首先將重點放在賦從

先秦到漢走向神聖化的過程。詩與賦同時出現在先秦，這是本文一再強調的先決

條件。所謂的詩之六義、一曰風、二曰賦顯得牽強附會；所謂的古詩之流更是強

作解辭，無所憑據。漢人試圖拉抬賦進入《詩》的地位，給予雅頌之亞、三代同

風的溢美，以及對於美文美典的合法化過程。而就「詩」而言，孔子刪《詩》定

《詩》，象徵著詩走向不刊鴻教、恆久至道；從此上層文人很難從俗跨雅，於是

不敢輕易仿《詩》作「詩」。而面對習作的「賦」，書寫者無法磨滅「有類俳優」

的文類來源，在雜揉自卑與自傲的心理機制下，則出現如揚雄「壯夫不為」、班

固「三代同風」、或宣帝「綺縠鄭衛」這樣的看似迥異卻指涉向相似的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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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賦定義。同樣的，唐賦也面對同樣的問題與困境。論者或以為從漢大賦、六朝

駢賦以至於唐之律賦，賦文類的限制、架構與特質幾經大變。然而我們以一些唐

代名篇賦作而言，如白居易〈賦賦〉、元縝〈郊天日五色賦〉、王棨〈曲江池賦〉、

李程〈日五色賦〉、王維〈白鸚鵡賦〉等或詠物、或論文、或抒情、或寫景的賦

而言，無論以唐律賦的首句破題、歌功頌德、穿穴經史而言，或長股的運對、切

題的鋪排模式、以及某些夾敘夾議的複筆書寫，律賦作者仍然保留許多漢賦確立

的體制。 

 

另外從如李遠〈蟬蛻賦〉「跼促而初安利爪，逡巡而欲改前蹤」、林滋〈小

雪賦〉「細細而千巖送冷，飄飄而萬戶迎寒」、「枝分盈尺之象，帶月誤如圭之

質」等七言非詩句出現，我們可以發現，如試圖還原其文法意義——更動虛詞、

倒裝七言句——其實仍然是標準工整的賦句。15換言之，律賦不但保留前代賦之

限制與特質，就限韻而言，更為因難見巧；就文采或審美角度而言，如長股等對

仗更不遜色於前代；作品之多也前所未有。如果只因論者以為限韻限制了作者的

創作靈感神思，而稱「唐無賦」，或許稍嫌粗暴。故本文從「神聖性」的進行理

解，就限題限韻的作品而言，一來作者情思無法盡情發揮、二來書寫者不敢任意

創作應試文類。於是從此創作者不願／不敢／不能在自由創作時輕易以「律賦」

作為載體，於是優秀的作品於是銳減。唐律賦係詩賦科考生都必然書寫的文類，

可以想像其賦作的生產量，應遠超今日所見。在檯面上，唐賦在質感上的貧瘠，

與漢詩在數量上的匱缺，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貧乏表現。但是如果以神聖性的角度

而言，這兩種現象可以放在同樣的脈絡來理解。文類一旦被架空、被推崇、被標

榜到了顛峰後，創作者再也不能鬆動所謂的「不刊」、逆轉所謂的「恆久」。於

是當某一個「文類」成為不能修正、不能在日常中被建構、被解構、被創生、被

閱讀、被接受、被消解、被摧毀隳壞的瞬間，也正是其宣告預備走入歷史、準備

走向死亡的前夕。此則本文第五章所論。 

 

不過當然，就今日而言，詩、賦都始終存在於中國文學史的脈絡之中，未曾

消逝瓦解。當然，他們採取被存留的是不同的模型。詩在建安以一種脫胎換骨、

迥異過去的形式，重新被創生。賦在唐律賦之後看似逐漸減少，不過在檯面下其

始終是文人鍛鍊文字、粹炫才性的一個最適宜的文類、修羅場。無論是歐陽修〈秋

聲賦〉、蘇軾前後〈赤壁賦〉、蘇轍〈墨竹賦〉、周邦彥〈汴都賦〉、元好問〈秋

望賦〉等經典，都已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刻畫出一道道深邃而充滿影響力的鐫痕。

而如本文一再重申，也正是因為詩、賦雖然源出二元，但在六朝詩、賦曾經相當

                                                 
15
 此「七言非詩句」之說，引自簡師宗梧，〈唐律賦與敦煌俗賦之比較研究〉，2004年國科會計

劃。其賦文轉引於簡師一文，亦可參見董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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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近、靠攏、並且互換能量、特徵、技巧與書寫目的、風格。以「化」、「合

流」稱呼六朝詩賦文類間所特有的互動現象，或許未必精準、有待商榷，但基本

上堪稱「正確」；六朝詩賦兩文類或許未曾化合、徹底合流、進化轉為一個——

稱之曰「詩賦」或「賦詩」——的文類，然理論上也產生了相互的拉鋸、技巧上

的互用、遞用、化用，彼此的書寫策略都產生了進步與變革。但是正確不等於精

確；進步也不代表進化。正因為六朝的「詩賦合流」現象，詩的特性、形式濡染

了後代的賦，賦的技巧也深刻進入了詩作以及其他文類中。在詩的濡染下，賦體

開始往短小、限韻的形式路上走；而詩則在賦技巧的作用力下，開創了六朝至唐，

書寫者對於自然景色、亭臺樓榭、寓目所見的美學、遠眺凝望的自然景觀、經驗

地景、現象世界，進行細膩而認真的觀賞、接收、刺激與描繪。在接受賦技巧之

初，觀賞是為了鋪張、而工筆是為了窮貌、描繪是為了爭奇麗采。但是逐漸著隨

著觀看開始，對現象世界的體會、對自我情志的延伸，成為一種自覺型態(不外

乎余英時)、存有方式(不得不鄭毓瑜)的時候，「鋪寫」成為了一種對於存有價值

認定與感知的方式；而「工筆」成為了消解世界、逆轉世代、記憶空間、濫費時

光、觸及自覺的唯一一種選擇。於是賦除了是一個檯面下的倖存者、更是一個深

層文類互動中的拯救者。賦的書寫技巧除了拯救了文類意義上的詩之外，更象徵

了整個六朝所呈現出——既戲謔又短暫、既荒誕又殘忍、既愉悅又痛苦——的世

代。在此世「憶往」沒辦法達成「遺忘」、「逾越」不會造成「愉悅」、「追殉」

也未必能夠「追尋」、而越是「異議」／「疑議」著所有「意義」的時候，卻又

只能把一切的意、象推出成為一個哲學玄學上的辯證。 

 

故本文嘗試僅嘗試對於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以及近代的研究成果，進行

一個輻輳包圍式的討論。從第一章重新定義「詩」「賦」、「詩化」、「賦化」

開始；第二、三章本文從可視作當時視角的六朝文學理論、與可視作現代視角的

當代西方思潮著手，一方面觀察東方理論對於「詩賦合流」現象的體察、論述與

預言、二方面觀察西方理論與六朝文學的交集、交流與應用在「詩賦合流」現象

上的可行性。第四章本文提出前人討論的過程中，經常偏私一隅的三大驅動

力——外緣環境的影響力、文類內部驅動力、以及重要作家的龐大作用力—對六

朝「詩賦合流」現象進行雖梗概、卻細膩實際分析的討論。第五章則將觸角延伸

到初唐之後，觀察「詩賦合流」現象在六朝之後的發展。 

 

故本章開始即言，詩、賦之間的互動，看似僅是一個非常細碎、支離而繁瑣

的名詞上之問題意識，但若無限地放大拉長拉遠而檢視之，則可以視為一個文學

史上的、甚至於牽連到心理學、現象學、玄學以至於哲學的重要議題，端看論者

如何定義而已。本文書寫者才性囿限、筆力難全，且信手瞎批、不明輕重、自以

為是。但本文既是僅略陳己見，聊備一格。其中必然有所論未密、關照未周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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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然渺渺往代，更待後人。 

 

 

 

 

 

 

 

 

 

 

 

 

 

 

 

 

 

 

 

 


